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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绿色技术与社会生态系统融合的理据就是以绿色理念为基础，通过将生态知识应用于技术认知，改变既有的传统社会观念，形成新的社会共识；绿色技术与社会生态系统融合的路径是通过绿色理念在技术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之间的双向渗透，进而形成绿色理念在技术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循环；绿色技术与社会生态系统融合的机理就是在交往活动、价值链、行为规范乃至心理基础等方面进行整合与重构，最终让绿色理念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交往与行为的逻辑基础。

关键词：绿色技术；社会生态系统；融合性；


    从问题学的角度出发，绿色技术的产生就是源自于人类社会对生态问题的反应。但是绿色技术毕竟是属于技术系统的成员，其产生、运行都要遵循技术系统的基本规律。而由于其具有的“绿色”特质，又使得绿色技术与原有的技术系统产生差异、矛盾甚至对立或冲突。究其原因，是由于在技术系统的转换过程之中缺乏相应的社会支持，也就是说，技术系统的发展变化并没有与社会发展同步，也就是它们之间的匹配度较低，或者是技术冗余、或者是社会冗余。从社会生态的视角来解读，就是绿色技术与社会生态系统的融合性出了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从绿色技术与社会生态系统的融合性本身出发，通过对融合理据、机理与路径的分析，寻找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一、融合理据：从技术认知到社会共识

探寻绿色技术与社会生态系统融合的理据就是要回答这一融合何以可能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答案只能从绿色技术与社会生态系统在理论界面上的交集中寻找。
给技术加上“绿色”的前缀并不仅仅是一种名词修饰，而是要解决现实问题。根据出场学的分析路径，绿色技术的出场是回应社会生态系统解决环境问题的需求。这一需求首先表现为对于自身生存状态的担忧：由于工业生产和现代生活方式对环境的影响使得自然环境的变化超出了人类所能够承受的范围。产生这一担忧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生态学知识的局限性和对技术的生态后果的认识的局限性。前者是由于生态学对于人类知识系统来说还是一个新成员，在很多方面都有待于进一步扩展和深化；后者是由于技术的生态影响的复杂性所导致的诸多不确定性。因此，减轻乃至解除这种担忧的途径只能是通过生态学的发展以及将生态学知识应用于技术领域进而改变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以绿色技术的实质就是将生态学知识应用于技术领域，而这一应用的前提是改变原有的技术认知。
技术认知是基于生成论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1]传统的技术认知以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以追求物质资料生产效率或效益的提高为目的，转化为市场经济的逻辑，就是追求以最低成本获取最高经济效益为目的。其中，传统的自然科学知识以物理学和化学为核心，经济效益则来自于市场需求。“技术变迁被理解为一种对变化经济压力适应性反应的社会活动，而人类需求的变化是这种经济压力的主要内容之一。”[2]因此，破解技术认知变迁的动因必须充分考虑来自社会生态系统的外部压力。
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来自于经济增长。而最初的绿色问题正是产生于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对工业化过程的批判性反思。[3]随后由于经济快速增长而产生的诸多人口、资源、环境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注意，大地伦理、生命共同体、非人类中心主义等各种思潮纷纷出现和传播，各种绿色运动随之兴起，绿色政治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从国内走向国际，各种国际环境、气候公约开始被大家所讨论和签署，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之上的绿色理念逐渐被全社会所接受而成为社会共识。如果选择通过放弃技术手段来解决社会发展中的生态问题，结果只能是：[4]对于经济水平较好的国家或区域来说，是放弃技术发展，选择较差的效用道路，保持社会的低度发展，降低社会的财富和福利；对于经济水平本身就很低的国家或区域来说，放弃技术发展就意味着将贫穷固化，甚至是经济的倒退。因此，解决生态问题的可能性只能是通过将绿色共识作用于技术系统：从最初的污染处理技术、生态修复技术逐渐向产业链的源头渗透，如低污染低消耗的绿色生产工艺、新能源的开发等。生态知识成为技术认知的新内涵，生态效益成为技术变迁的新动力。
从发生学的基本原理可以明显的看出，绿色技术指向生态系统本身的稳定性和能量守恒，作为社会共识的绿色理念则更加侧重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二者最终的目标指向都是对自然界和人与自然关系在生态学基础上的重新理解和定位，这也是二者融合的前提和基础。由此可以看出，从技术认知到社会共识，在绿色技术和社会生态系统之间通过绿色理念实现了价值转换。建立于生态学知识之上而形成的生态价值成为贯穿于技术与社会的共同的价值基础，由此也为绿色技术与社会生态系统的融合提供了理论的可能性。

二、融合路径：从双向渗透到双重循环

    从理论的可能性到融合的实现还必须寻找到合适的路径。传统技术系统与社会生态的关系是内生性的，属于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的一部分。绿色技术由于其自身的特殊属性，产生了双重外部性特征，[5]使得绿色技术活动既有环境效益溢出，又有技术效益溢出。收益的损失会极大地挫伤技术主体研发和使用绿色技术的积极性。尽管著名的“波特假设”提出并论证了适当而又严格执行的环境政策可以实现企业在产品利润和生态效益方面的“双赢”效果，但是由于其严重地依赖于政府的强力推动，无法使生态问题内化为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力，使得其现实效果大打折扣，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判。而绿色技术与社会生态系统融合的标志就是要实现这一内化过程，使绿色技术进入社会生态系统的体内循环之中。要完成这一过程必须要采取的路径就是通过绿色理念在绿色技术和社会生态系统之间的双向渗透进而形成内外双重循环（见图1）。
    其中双向渗透指的是绿色理念在社会生态和技术主体之间的互相渗透。社会生态系统基于种种原因（如前所述的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即为其中之一）提出绿色理念，不同的社会生态主体通过特定的方式和途径将其渗透到技术主体，例如通过道德要求（环境伦理）将其转化为技术主体的社会责任，或者通过环境规制将其转化为技术主体的行为规范，或者通过经济杠杆将其转化为技术主体的设计目标等；技术主体则是通过技术设计、技术使用、产品和服务的提供甚至广告等途径将绿色理念反向渗透到社会生态。其中社会生态系统向技术主体的渗透的关键环节在于解决将社会对绿色理念的理解转换为绿色需求或环境约束；绿色技术向社会生态系统渗透的关键环节在于解决将社会需求转换为技术的绿色元素。
    相对于技术本身而言，技术生命周期和产品生命周期分别构成了技术要素的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而绿色理念则是借助于这两个不同的周期性运行通过前面所描述的渗透路径分别形成了相对于绿色技术而言的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循环。其中内部循环的空间是在绿色技术的技术生命周期运行空间，在循环过程中使用的是技术语言，其运动过程必须符合自然规律；而外部循环的空间是使用绿色技术生产的产品的生命周期空间，在循环过程中使用的是经济语言，其运动过程必须符合经济规律。这双重循环的理论基础在于前面所说的双向渗透，现实基础则是绿色理念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之间的转换，即各种不同的绿色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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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绿色技术与社会生态融合路径

   通过对图1的解读和对绿色技术与社会生态融合路径的分析综合判断，相对于在这一过程中的诸多不同类型的主体而言，建构这一路径的关键环节就是如何将绿色理念转换为不同的语言表达形态。不管是在技术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之间，还是在这两个系统的内部，都涉及到不同类型的语言表达的互译问题。这一问题不同于纯粹语言学的翻译与理解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的核心与关键在于如何破解不同表达之间的障碍而去实现其现实中的融合功能。这一融合功能的实现除了以上的理论分析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须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去寻找现实依据。因为不管是技术内部的运行系统，还是技术及其产品在整个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生命轨迹，都必须与相应的行动系统遵循同样的逻辑。这就意味着，绿色技术与社会生态系统融合的机理只能存在于从各种不同类型的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及其各自的行动逻辑之中。

三、融合机理：从技术交往到社会行动

根据交往实践理论，以时间为主轴，可以概括出技术交往的历史谱系；以技术生命周期为主轴，可以推演出技术交往图谱。从社会生态系统的运行机理来看，技术交往构成了社会生态的技术结构，并以此为基础生成了社会关系网络的技术形态。所谓人类文明的历史线索，即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就可以还原为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到绿色技术的历史谱系。而绿色技术与社会生态系统的融合机理就可以描述为以绿色技术交往为主线逐步扩展到整体的社会行动系统，并最终嵌入其基本逻辑之内。技术交往视野中的绿色技术社会融合过程可以理解为以下几个层面的整合与重构：
一是以知识型为基础整合生态学与技术体系，重构技术共同体。以现代科学为模版的现代知识观强调对事实的陈述，建立了事实与价值分离的知识型。这一知识型的主要缺陷就是在追求确定性的同时放弃了其他方面判断的权力，生态学因为其内在的包含有人文关怀和对生命的理解与尊重而突破了传统知识型的藩篱。融入了生态学考量的技术体系不仅仅是简单地把生态指标外化于技术本体，而是内化于技术指标之内，这就使得技术共同体获得了新的维度。而与之相关的技术标准、技术参数等也都可以通过内在整合而嵌入技术生命周期之内。重构后的技术共同体就不会再把生态学当作是外在的负担，而成为一种内在的技术自觉。
二是以价值链为基础整合生态价值与技术价值，重构价值共同体。从本质上看，价值就是一种偏好，而价值链则需要将这种偏好进行量化处理以形成价值增值。技术价值链既包括作为核心技术活动的技术生成、技术确认、技术交易和技术运营，也可以延展到非核心技术活动如技术文化、技术组织等。[6]价值共同体的重构既包括核心技术活动又包括非核心技术活动。生态价值与技术价值整合的前提是生态资源的价值分析及其与技术价值的结构性关联。由于技术、产业、政府、社会在价值结构的偏好上有所不同，同一种类或类型的生态资源，可以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蕴含。这就需要在一个更为广泛的价值谱系内进行价值重构，以获取可以在不通主体之间进行流动的价值中介。所以，尽管对生态价值的理解有差异，但是依然存在通过某种价值中介进行价值转换的可能性。而这种转换的结果就是形成新的生态价值共同体。
三是以规制技术为基础整合社会规范与技术规范，重构生态规范体系。如同游戏一样，不同的交往主体、交往形态和交往活动就会需要建构不同的交往规则，而制定规则本身就是一种规则，而且是首先必须要制定的规则。所以，在诸多社会技术之中，首要的就是规制技术。技术交往过程中各主体都必须遵守的是技术规范，而社会生态系统中主体间交往遵守的是社会规范。虽然这两类交往的主体都是人类，交往的空间背景都是社会大环境，但是这两种游戏规则却不尽相同：技术规范是基于对技术交往的文本解读，强调突破与创新，关心技术成果的产业化；社会规范是基于对社会交往的范式解读，强调常规与平衡，关心技术的社会后果。生态文明的社会进行的是生态交往，即不管是技术交往还是社会交往都必须注入生态考量。而生态考量的基础就是生态规范。生态规范不仅仅考虑自然生态的技术因素和技术影响，还必须把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人自身的生态三个系统都纳入其考量范围，以这三者的和谐为基础，建构生态规范体系。而建构生态规范体系的工具就是生态规制技术。
四是以心智模型为基础整合利益相关者共同体的心智取向，重构社会心理基础。不同种类的人类劳动和社会活动都具有独特的心智模型，每一种社会群体都有自身独特的心智取向。技术交往共同体的心理结构是由高智力资质、创新取向和激励的情感氛围构成，而社会交往共同体则要求常规智力资质、守恒取向或稳定性取向和高效率、规模化的竞争性氛围。绿色技术社会融合的最终结果应该是被广泛的应用和接受。这不仅仅是通过商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过程就可以完成的，而是必须能够将绿色技术从一种外在的产品或服务转变成为社会的内在需求和主动要求。这就需要进行内在的心理整合。整合的基础是建立在利益相关者模型基础上的生态心理建构，就是要让生态的观念渗入到人们的内心，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并形成新的心理机制。
从融合的本质上来看，这几个整个与重构过程都不是单向的，而是开通双向通道的，是一个开放系统。这就意味着，这些整合与重构都需要不断地获得来自体系外部的支撑，即需要具备不间断的外部输入，这里输入的可以是权力、利益，也可以是知识甚至心理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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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Integration of Ecological Technology and Ecological System of Society
Heng Xiao-qing Li Hao-yuan  Zhou Cheng-xiao
College of Marxism，Changzhou University，Jiangsu Province  213164


Abstract： ‘Green idea’is fundamental to the theory about Integration of ecologic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ecological system. By applying ecological knowledge to technical cognition, the theory aims to change the traditional values of society and form new social consensus.  The path to integration is conceived as penetrating Green idea into both technical system and social ecological system.In this way, a double circulation of green idea inside and outside of technical system will be attained. The mechanism in this process is to integrate and reconstruct elements like communication, value chain, norm, as well as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 finally, green idea could be a logical basis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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